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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环境污染？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

邵 　帅，李宝礼

摘　要：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本文专门 考 察 了 中 国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对 农 村 环 境

污染的影响。在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省域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进行准确估算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模

型检验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及其传导 机 制。研 究 表 明，中 国 省 域 农 村 环 境 污

染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集聚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 农 村 工 业 污 染 的 影 响 均 呈 现 出

显著的 “倒Ｕ”型曲线走势，部分东部省份处于农村环境污染随农村劳动 力 转 移 强 度 提 高 而 下 降 的 阶 段；基

于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 论。机 制 分 析 结 果 显 示，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能够通过改变农业生计资本、闲置耕地比重和农村工业生计资本而对农业污 染 和 农 村 工 业 污 染 产 生 显 著 影

响，并且其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最后，从持续推进城 市 化 发 展，加 快 改 革 户 籍 制 度、农 村 土 地 产 权 制 度 及

农地经营模式安排等角度提出了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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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

代价。据中国村级环境 污 染 情 况 的 调 查 研 究 显 示，农 村 地 区 的 环 境 污 染 呈 现 出 不 断 恶 化 的 趋 势，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出现环境恶化的农村地区占比达４４％［１］。中国的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农村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成为了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瓶颈。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和环境规制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２］［３］；二是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４］；三是围绕

乡村空间规划和区域生态布局开展探讨［５］。然而，上述研究均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特征性事实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冲击，进而对农村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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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此外，很多现有研究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为等同的概念，但事实上，农村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含义并不相同。前者强调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位置变动，主要反映

于就业由户籍地向非户籍地的转移，而后者除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状态，更强调了农村劳动力就

业形式的改变［６］。本文专门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对农村环境污染特征

性事实的观察，可 将 农 村 污 染 物 的 来 源 区 分 为 农 村 工 业 污 染、农 村 生 活 污 染 和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三

类［１］。这三方面污染来源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农村居民

提高收入的一种重要生计策略［７］，同时，劳动力转移还是一种可行的能力，劳动力转移及其带来的

汇款能够改变农村家庭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突破农户面临的资本约束，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性［８］。
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引致的农户生计策略的改变，在客观上重构了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与农村环境之间的联系。
首先，乡镇企业引领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

“质量”禀赋决定了乡镇企业大多从事高污染、高排放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９］。Ｗａｎｇ等指出，
乡镇企业的污染排放是中国农村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根源［１０］。本文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工业

污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省内就地转移还是跨区转移。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就地转移必然会造成其居住地农村工业生产规模的增加，进而导致当地的农村工业污染排放增加；
另一方面，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部门或跨区域向原住地以外的农村工业部门转移，那么就

会引致原住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失，不利于原住地农村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降低原住地的

农村工业污染，相应地，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会导致迁入地的农村工业污染排放增加。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使得农业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更

加依赖资本要素投入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８］，导致出现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施用

效率低下并存的现象［１１］。饶静等指出，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化学农药使用量的提高，中国农

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１２］。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也造成了农村耕地的大量抛

荒和闲置。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尤为明显，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关注［１３］。客观而言，尽

管耕地抛荒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却具有积极作用［１４］。
最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农

村转移劳动力融入迁入地，限制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迁入地的消费，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将在迁入

地获得的非农收入以汇款形式回流到其原住地［１５］，从而提高了其原住地家属的生活消费水平，使

得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逐渐与 城市居民 趋 同。在农村环境治理设施不完善的现实背景

下，农村居民的生活用能和食品等生活消费的污染排放就会增加，导致农村生活垃圾等污染排放成

为了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１］。此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也减少了农村常住人口的规

模，降低了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密度及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有助于农村生态环境

的改善和恢复。
综上，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并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可能引致农业生产倾向于过

度使用农药、化肥等其他污染型要素投入；资本约束的突破和社会网络的扩大可能推动农村工业化

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可能提高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生活用品消费能力。同时，劳动力

转移引致的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可能有助于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如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退耕还

林、还草等。显然，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生计资本重构使得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趋于多元化，而劳

动力转移带来的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形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新污染源或改善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

移对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 农 户 生 计 策 略 选 择 的 综 合 效 果，存 在 着 较 大 的 不 确 定 性。然

而，既有研究并未对劳动力转移引致的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的环境效应予以关注，非常有必要从学

理层面对此问题开展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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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本文根据统计数据中报告的工业污染

排放数据，估算出农村工业污染排放数据，并以农业化肥和农药施用强度反映农村农业污染程度，
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农村环境污染面 板 数 据 库①； （２）考 虑 到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可 能 存 在 的 空 间 溢 出 效

应，本文在同时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条件下，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首次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３）本文基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和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假说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科学、严谨

的经验考察，并利用广义空间面板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ＧＳ２ＳＬＳ）进行了稳健性检验；（４）本文进

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识别了其主要传导途

径。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农村环境污染数据进行了估算并对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

检验；第三部分对采用的计量模型及变量指标数据进行了说明；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讨论并

开展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进一步识别了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最后是总结

性评论。

二、农村环境污染估算及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估算

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环境污染排放统计数据大多为总量数据，并未对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排

放予以区分，而现有文献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开展实证研究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抽样调查的

截面数据。因此，大部分相关研究采用的数据样本的空间广度和时间跨度均不理想，使得研究结论

缺乏空间层面的代表性和时间维度的动态性。鉴于此，我们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中国环境年鉴》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我国大陆３０个省份的工业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排放总量构成的面板数据为

基础，估算出该样本期间内的各省份农村工业ＣＯＤ排放量，并以农业化肥和农药施用强度作为农

业污染程度的代理指标，构建了农村环境污染的省级面板数据库。
根据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的界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

（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根据这一事实，可以假定农村工业污染排放

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基于 《中国环境 年 鉴》和 《中 国 环 境 统 计 年 鉴》中 公 布 的 工 业 污 染 排 放 数

据，利用如下公式对农村工业污染排放数据进行估算：

Ｎｃｏｄｉｔ ＝Ｎｇｙｚｉｔ× １
ｇｙｚｉｔ

×ＣＯＤｉｔ×Γｉｔ× １
ＰＯＰｉｔ

（１）

其中，ｉ表示省 份 截 面 单 位；ｔ表 示 年 份；Ｎｃｏｄ为 农 村 人 均 工 业ＣＯＤ排 放 估 算 值；ｇｙｚ和

Ｎｇｙｚ分别为各省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乡镇企 业 工业 增 加 值；ＣＯＤ 为全部工业ＣＯＤ排放统计值；Γ
表示Ｎｃｏｄ的估算参数；ＰＯＰ为农村总人口。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乡镇企业大多具有产业结构

低端的特征，且大多处于环境监管较为薄弱的地区，所以乡镇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通常会高于工业

企业整体污染排放强度，因此，我们将Γ的取值设定为不同省份制定并实施的工业ＣＯＤ排放标准

最高值与平均值之比，对于没有制定相应地方排放标准的省份则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计算。
在上述变量数据中，工业污染排放数据来源于 《中国环境年鉴》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

省份工业企业增加值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而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则来源于 《中国乡镇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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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排放已逐渐成为农村生活污染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农村生活污染统计数

据的缺失，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这也是本研究未来需要拓展的方向之一。



鉴》和 《中国农业年鉴》。
同时，我们以各省份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来反映农业面源污染程度，以Ｎｐｅｓ表示每千公顷农

作物播种面积的农药和化肥施用总强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Ｎｐｅｓｉｔ ＝
ＺＮｐｅｓｔｉｉｔ＋ＺＮｆｅｒｔｉｔ

Ｎｐｌａｎｄｉｔ
（２）

其中，ＺＮｐｅｓｔｉ和ＺＮｆｅｒｔ分别表示农药和化肥施用总量 （单位：吨），Ｎｐｌａｎｄ为农作物播种

面积 （单位：千公顷）。（２）式中的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农业年鉴》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二）农村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为了对农村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面 考 察，我们分别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ＤＡ）中的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指数进行检验。全局空间

相 关 性 通 常 采 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 数 进 行 测 度，其 计 算 公 式 为：Ｉ ＝ ［ｎ∑
ｎ

ｉ＝１∑
ｎ

ｊ＝１
ωｉｊ（ｘｉ －

ｘ）］／［∑
ｎ

ｉ＝１∑
ｎ

ｊ＝１
ω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ｘ）２］，其中，ｎ表示中国大陆３０个省份，ω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

素，ｘ和ｘ分别为农村环境污染测度指标及其省份均值。为了对农村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予以

系统考察，我们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１），其中，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元素ωｉｊ表示ｉ地区

省会与ｊ地区省会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的元素ωｉｊ用ｉ区域人均ＧＤＰ年

均值与ｊ区域人均ＧＤＰ年均值之差绝对值的倒数表示。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Ｗ１ 和Ｗ２ 权重矩阵下，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均在５％的统计水平

上大于０，表明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分布均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空

间相关特征。图１和图２分别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１）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为例，给出了

图１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中国省域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指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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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中国省域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指数散点图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６年三个代表性年份省域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空间分布散点

图，其中，横轴为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测度值，纵轴为二者的空间滞后值。从中可

以看出，大部分省份位于空间分布散点图的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进一步表明了农业污染排放和农

村工业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上述农村环境污染的全局空间相关性指数反映了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整体空间

相关情况，但可能会忽略局部地区的非典型特征，因此还需要对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

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分析是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最常用的指标，其

计算公式为：Ｉｉ＝［（ｘｉ－ｘ）／Ｓ２］·∑ｊ≠ｉ
ｗｉｊ（ｘｉ－ｘ），其中Ｓ２＝［∑ｉ

（ｘｉ－ｘ）］２／ｎ。Ｉ为正意味着

高农村环境污染地区被高农村环境污染地区包围 （高 －高型）或低环境污染地区被低环境污染地区

包围 （低 －低型），Ｉ为负则表示低农村环境污染地区被高农村环境污染地区包围 （低－高型）或高农

村环境污染地区被低农村环境污染地区包围 （高－低型）。我们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考察农业污

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集聚特征，并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为例，将重点关注的高－高型农村

环境污染省份汇总于表１中。
从表１可以看 出，高－高 型 农 业 污 染 区 域 集 中 分 布 在 江 苏、浙 江、山 东、河 南、安 徽、福 建、

江西、湖北等省份。从动态演变情况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中国高农业污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华

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以及华 中 地 区 的 河 南；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江 西 取

代福建加入了高农业污染 “俱乐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湖北取代浙江加入了高农业污染 “俱乐部”。
高－高型农村工业污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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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部分年份高－高型农村环境污染省份

年份 高－高型农业污染省份 高－高型农村工业污染省份

２０００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福建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

２００２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福建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

２００４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福建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

２００６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西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

２００８ 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西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

２０１０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安徽

２０１２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南、安徽

２０１４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南、安徽

２０１６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 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南、安徽

徽和河南在２０１０年 后 也 加 入 了 高－高 集 聚 区。从 农 村 工 业 污 染 的 动 态 演 变 情 况 来 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高农村工业污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２０１０年，

高农村工业污染集聚区向西扩展至安徽省；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河南取代广东加入了高农村工业污染

“俱乐部”，使得高农村工业污染集聚带继续向内陆地区扩展。

综上可知，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的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至广东的东部沿 海一线。从高污

染集聚区的空间动态演变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农业污染还是农村工业污染，高污染集聚区均呈现

出自东向西扩散的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动态演变趋势与农村劳动

力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无论在

农业污染还是在农村工业污染方面均呈现 出 高－高 集 聚 状 态，这 与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农 村 经 济 起 步 早、

发展水平高引致的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比重较高有关。一方面，非农就业人口占比的提高造成了农业

劳动力短缺，使得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

转变，从而造成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１６］，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另一方面，

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工业发展之间存在着交互强化的 “耦合效应”。东部地区农村凭

借邻近经济发达城市的区位优势和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资源优势，承接了大量由城市转移而

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高污染产业［１７］。这些产业在解决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问题的同时，

也造成了东部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不断恶化。

同时，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比

重开始逐步提升，但与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省内迁移）方式不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劳动力转移分为省内转移和跨省转移两种模式，尤其以跨省转移所占比重较大［１８］。从局部空间相

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跨省迁移模式对所在地农村环境污染存在两方面影

响。一方面，与东部地区类似，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同样会造成

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得靠近东部地区的部分中部省份

的农业污染随着劳动力转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高集聚的态势。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不同，中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迁移模式，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农村

工业的发展，从而在２００８年之前，虽然这些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在不断提升，但农村工业污

染仍然呈低－低集聚的态势。并且，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东部的转移，进一步强化了东部

地区农村工业污染的高－高集聚态势。２００８年之后，由于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以及

农村工业发展空间趋于饱和，东部地区的高污染落后产业开始跟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回流而向中

西部农村地区转移［１９］，由此导致农村工业污染高－高集聚区逐渐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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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策略

鉴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是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２０］，本文也以面板数据形式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作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影响的基本框架。基于前文所述的农

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环境污染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可能，我们将ＥＫＣ假说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相结合

来构建农村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面板数据形式为：Ｉｉｔ ＝ａＰｂｉｔＡｃｉｔＴｄｉｔｅ，其

中Ｉ、Ｐ、Ａ和Ｔ 分别表示环境影响、人口、人均财富和技术水平，ｅ为随机扰动项。对ＳＴＩＲＰＡＴ模

型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可得：

ｌｎＩｉｔ ＝ａ＋ｂｌｎＰｉｔ＋ｃｌｎＡｉｔ＋ｄｌｎＴｉｔ＋ｅｉｔ （３）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除了可以将 各 系 数 作 为 参 数 进 行 估 计 外，还 可 以 对 模 型 进 行 适 当 的 分 解 和 改

进［２１］。就本文而言，在考虑到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存 在空 间 溢出 效应的情况 下，需要将农业

污染排放和农村工 业 污 染 排 放 的 空 间 依 赖 关 系 引 入 （３）式。根 据 空 间 计 量 经 济 学 理 论，可 以 将

（３）式扩展为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种基本形式，以表征农村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溢出

效应。此外，为了刻画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所引致的农村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传导效应，还需要

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滞后项引入模型，以期反映劳动力转移对相邻省份农村环境污染排放的空

间传导效应。这样，我们最终将 （３）扩展为 （４）式和 （５）式的空间杜宾模型形式：

ｌｎＩｉｔ ＝ａ＋ρ∑ｊωｉｊｌｎＩｊｔ＋β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ｉｔ＋γ∑ｊωｉｊ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ｊｔ＋ηＺｉｔ＋εｉｔ （４）

ｌｎＩｉｔ ＝θ＋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ｉｔ＋φ∑ｊωｉｊ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ｊｔ＋κＺｉｔ＋λ∑ｊωｉｊμｉｔ＋δｉｔ （５）

（４）式和 （５）式分别为包含空间自回归项和空间误差项的空间杜宾模型。其中，Ｉ即农业污

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 排 放；ｒｌａｂｏｒ为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ωｉｊ为 空 间 权 重 矩 阵 的 元 素；Ｚ为 控 制 变

量；ε和δ为随机扰动项。对于 （４）式和 （５）式中农村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因素及其度量指标的选取说明如下。

１．农村劳动力转移 （ｒｌａｂｏｒ）。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将 （３）式中的Ｐ替换为各省份农村劳动

力转移规模。很多现有研究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为等同的概念，并且通常以农村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值度量农村劳动力转移［２２］。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劳动力转

移并非同一概念，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前者强调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位置变动，即就业由户籍地

向非户籍地的转移，而后者除涵盖了农村 劳 动 力 流 动 的 状 态，更 强 调 了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形 式 的 改

变。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主要强调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就业转换。因此，
选取更符合本文概念界定的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予以度量①。
为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环境污染之间是 否 存在非 线性 关 系进 行 检 验，我们将ｒｌａｂｏｒ的一次

方项、平方项和立方项同时引入模型，以期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实证考察。

２．人均纯收入 （ｉｎｃｏｍ）。我们以农村人均纯收入表征 （３）式中的人均财富，并以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对其进行了平减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较高的农村人均纯收入通常会促使农民加大对农业

生产的资本性投入，通过提高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以达到增产和节省劳动力投入的目的，从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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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非农就业占比包含了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跨区转移两类情况。受数据可得

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考察劳动力跨区转移与就地转移对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的 异 质 性 影 响。但 是，从 中 国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的 特

征性事实来看，不难发现，东部地区省份的 农 村 劳 动 力 以 省 内 就 地 转 移 为 主，而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劳 动 力 以 跨 区 转 移 为 主。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我们以非农就业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到的结论仍具有现实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增加。此外，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也为农村私人企业的创办提供了资本积累和抗风险能

力保障，有助于促进农村工业发展，进而加剧农村工业污染。另外，根据肖挺的研究，居民的收入

水平与其对污染的耐受性之间通常呈反向关系［２３］，即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民众会更加关注生

活质量而排斥污染。因此，该变量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最终影响方向并不确定。

３．研发投入 （ｒｄ）。我们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支出总额度量。该

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农村科技投入水平越高，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创新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助于

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生产的要素利用效率并降低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因此，我

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４．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我们以农村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农村总 人口的比重 作为该变量

的度量指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农村突破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接受现代化的农

业生产方式，从而增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农村居民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加速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形式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变，提高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

平。当然，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也与其 受 教育水平 正 关系［２４］，因此，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污

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上述两种相反作用的综合作用力。

５．农村公共设施投资 （ｐｉ）。我们以人均农村水利和公共设施投资额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指标。
通常而言，农村农业公共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开展现代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资本化运作，
从而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增加。同时，农村道路、电力等公共设施的改善可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有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水平提升，进而加剧农村工业污染。因此，我们预期农村公共设

施投资对农村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具有正向影响。

６．闲置耕地 （ｆｌ）。我们以当年耕地面积与单季农作物种植面积之间的差额作为该变量的度量

指标。农村耕地的闲置和抛荒能够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１４］，因此，我们将闲置耕地变

量引入农业污染回归模型，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负。

７．产业结构 （ｓｅｃ）。来自乡镇企业的污染排放无疑是农村工业污染的重要来源。中国农村地区

的产业结构相较于城市地区而言，尚处于产业结构的低端状态，乡镇企业大多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

端制造业，具有较高的污染排放强度［１６］。因此，我们选取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地区工业增

加值总额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并引入农村工业污染回归模型，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本文的数据样本由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组成，相关数

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环

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各省份各年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容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污染 （Ｎｐｅｓ）：吨／千公顷 ５１０　 ３３９．７２　 １１６．１２　 １２６．４３　 ６２４．９０
农村工业污染 （Ｎｃｏｄ）：千克／人 ５１０　 ２．２３　 １．７２　 ０．１０　 ９．０７
农村劳动力转移 （ｒｌａｂｏｒ）：％ ５１０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０３４　 ０．９７
人均纯收入 （ｉｎｃｏｍ）：元／人 ５１０　 ５　３１４．９１　 ３　５３５．７９　 １　３７４．２０　 ２１　１９１．６０
研发投入 （ｒｄ）：万元 ５１０　 ２　０９４．７０　 ４　４６３．２０　 ０　 ３５　６００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５１０　 １５．１６　 ６．５６　 ４．８５　 ４５．９７
农村公共设施投资 （ｐｉ）：元／人 ５１０　 ２６２．８８　 ４００．９９　 ９．２８　 ３　９６１．６６
闲置耕地 （ｆｌ）：％ ５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产业结构 （ｓｅｃ）：％ ５１０　 ０．３４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４６

—６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前文建立的基准回归模型 （４）式和 （５）式分别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在对其进行

参数估计前，我们需要借助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 检验来对这两个竞争性模型进行比选，其 判 断 准 则 为：

ＬＭ统计量更显著的模型为最优模型；若两种模型的ＬＭ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相同，则需要借助稳

健 （ｒｏｂｕｓｔ）的ＬＭ统计量的显著性来确定最优的模型形式［２５］。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在地理距离

权重矩阵 （Ｗ１）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Ｗ２）设定下，空间滞后模型的ＬＭ检验值和稳健 （ｒｏｂｕｓｔ）
的ＬＭ检验值均优于空间误差模型。因此，在下文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仅报告了包含空间滞后项的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３　空间面板模型的ＬＭ检验

ＬＭ检验
权重矩阵：Ｗ１ 权重矩阵：Ｗ２

卡方统计量 Ｐ值 卡方统计量 Ｐ值

Ｎｏ　ｌａｇ　 ４７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　 ４４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０
Ｎｏ　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 １７．６５３　 ０．０００　０　 １５．７５１　 ０．０００　０
Ｎｏ　ｅｒｒｏｒ　 ５８．０２　 ０．０００　０　 ９０．４８　 ０．０００　０
Ｎｏ　ｅｒｒｏｒ（ｒｏｂｕｓｔ） ２．０６　 ０．１３９　 １．８９３　 ０．３１４

我们利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 （４）式进行了参数估计①，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Ｗ１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Ｗ２
农业污染：ｌｎＮｐｅｓ 农村工业污染：ｌｎＮｃｏｄ 农业污染：ｌｎＮｐｅｓ 农村工业污染：ｌｎＮｃｏ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　 ０．２２８　９＊＊＊ ０．１２４　６＊＊＊ ０．２４１　９＊＊＊ １．６６３　９＊＊＊ １．３７７　３＊＊＊ １．７５９　９＊＊＊ ０．２１３　５＊＊＊ ０．１２５　１＊＊＊ ０．２４５　７＊＊＊ １．５９５　８＊＊＊ １．４１５　１＊＊＊ １．６３８　６＊＊＊

ｌｎｉｎｃｏｍ　 ０．１８２　７＊＊＊ ０．１７０　１＊＊＊ ０．２４３　３＊＊＊－０．２０７　５＊＊ －０．１９２　４＊＊ －０．１５０　３＊＊ ０．１８５　６＊＊＊ ０．１７３　１＊＊＊ ０．２１５　７＊＊＊－０．２１３　８＊＊ －０．１９３　３＊＊ －０．１５４　５＊＊

ｌｎｒｄ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２　８＊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５２　２＊＊ ０．０４７　９＊＊ ０．０３８　２＊＊ ０．００４　８＊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５３　１＊＊ ０．０４６　７＊＊ ０．０３７５　０＊＊

ｌｍｅｄｕ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８　 ０．１７５　９＊＊ ０．１７１　９＊＊ ０．１５９　６＊＊ ０．０１８　３　 ０．０１５　９　 ０．０１４　８　 ０．１７６　３＊＊ ０．１６７　５＊＊ ０．１６３　３＊＊

ｌｎｐｉ　 ０．０２６　３＊ ０．０３６　４＊ ０．０１８　５＊ ０．０５２　３＊＊ ０．０５３　６＊＊ ０．０６１　２＊＊ ０．０２４　９＊ ０．０２３　６＊ ０．０１１　７＊ ０．０５５　７＊＊ ０．０５２　６＊＊ ０．０６４　３＊＊

ｌｎｆｌ －０．１２７　５＊＊＊－０．１５３　７＊＊＊－０．１３６　３＊＊＊ －０．１１４　９＊＊＊－０．１３７　７＊＊＊－０．１２７　１＊＊＊

ｌｎｓｅｃ　 ３．０１３　９＊＊＊ ２．８０５　０＊＊＊ ２．４２６　１＊＊＊ ２．８１３　９＊＊＊ ２．７６９　３＊＊＊ ２．５１４　８＊＊＊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２ －０．１１３　９＊＊＊－０．２１４　４＊＊＊ －１．３２３　６＊＊ －１．６５１　２＊＊ －０．１０４　５＊＊＊－０．２１４　４＊＊＊ －１．３２７　６＊＊ －０．５５９　８＊＊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３　 ０．１２１　７　 ０．２５２　３　 ０．０８４　３　 ０．２６２　１
ω·ｌｎＮｐｅｓ（ρ） ０．１８０　２＊＊＊ ０．１７５　３＊＊＊ ０．２４１　１＊＊＊ ０．１６３　７＊＊＊ ０．１７５　４＊＊＊ ０．１７８　６＊＊＊

ω·ｌｎＮｃｏｄ（ρ） ０．５９１　２＊＊＊ ０．４０５　４＊＊＊ ０．３０８　４＊＊＊ ０．６１２　２＊＊＊ ０．４１５　５＊＊ ０．３２３　８＊＊＊

ω·ｌｎｒｌａｂｏｒ（φ） ０．０２２　５＊ ０．０３０　１＊ ０．０１９　６＊ ０．０２２　５＊＊ ０．０２１　２＊＊ ０．０２１　２＊＊ ０．０２１　４＊ ０．０３５　２＊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１９　８＊＊ ０．０２２　７＊＊

Ｒ２　 ０．６４　 ０．６８　 ０．３１　 ０．５７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６２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４２　 ０．４６
Ｗａｌｄ卡方统计量 ６．１２＊＊ ５．３８＊＊ ７．４４＊＊ ７．１７＊＊ ８．２１＊＊ ８．８９＊＊ ６．５５＊＊ ５．３８＊＊ ７．４３＊＊ ７．１７＊＊ ７．７２＊＊ ７．８５＊＊

曲线类型 线性　　　 倒Ｕ　　　 倒Ｕ　　　 线性　　　 倒Ｕ　　　 倒Ｕ　　　 线性　　　 倒Ｕ　　　 倒Ｕ　　　 线性　　　 倒Ｕ　　　 倒Ｕ　　　
拐点（非农就业比）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８２　 ０．７１

　　注：＊＊＊、＊＊、＊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 中 的 “拐 点”值 均 通 过 对 回 归 方 程 求 极 值 方 式 得 到 （与

高等数学中的 “拐点”意义不同）；拐点值的计算采用了保留更多位有效数字的直接参 数 估 计 结 果，因 此 与 本 表 中 报 告

的参数估计系数略有差异。

—７４—

邵 　帅，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环境污染？———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

① 本文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参数估计。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教育程度、闲置耕地、产业结构四个变

量的实际值均小于１，为了避免取自然对数后变量值变为负数，我们对上述变量原值全部加１后再取自然对数。



表４中的第 （１）、（７）列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农业污染的线性回归方程；第 （４）、（１０）列为两

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农村工业污染的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均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为例，农村劳

动力转移每增 加１％，将 导 致 本 地 区 的 农 业 污 染 平 均 提 高 约０．２３％，农 村 工 业 污 染 平 均 提 高 约

１．７％。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借鉴ＥＫＣ
假说的思想，分别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次方项和三次方项引入方程以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由表

４的 （２）、（３）、（８）、 （９）列可知，在两种权重矩阵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的一次项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三次项系数为正，但在统

计上不显著，表明农业污染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增加显现出显著的 “倒Ｕ”型曲线走势。从其拐

点值的大小来看，仅有少数发达省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越过了拐点值，绝大多数省份仍处于拐点的

左侧 （如表５所示），这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省份的农业污染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仍将处于正

相关阶段。从表４的 （５）、（６）、（１１）、（１２）列可以看出，在两种权重矩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也呈显著的 “倒Ｕ”型曲线走势。

表５　越过拐点的省份

权重矩阵
省份 （越过拐点的年份）

农业污染 农村工业污染

Ｗ１ 北京 （２０１１）、浙 江 （２０１１）、上 海 （２０１３）、广

东 （２０１４）、江苏 （２０１６）、福建 （２０１６）

北京 （２０１１）、浙 江 （２０１１）、上 海 （２０１３）、广

东 （２０１４）、江苏 （２０１６）、福建 （２０１６）

Ｗ２ 北京 （２０１２）、浙 江 （２０１３）、上 海 （２０１５）、广

东 （２０１５）

北京 （２０１１）、浙 江 （２０１１）、上 海 （２０１３）、广

东 （２０１４）、江苏 （２０１６）、福建 （２０１６）

表５给出了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越过农业污染方程拐点值的省份及其越过拐点值的年份。可以

看出，越过拐点值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和部分东部省份 （海南、河北、天津、山

东、辽宁）则处于拐点的左侧。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拐点值左右两侧省份的农村劳动力转

移模式的不同。一方面，处于农业污染方程拐点右侧的东部省份全部为经济发达省份。这些省份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模式为主。这一转移模式规避了户籍制度的约束，使

得这些省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程度较高，从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些省份的农业人口

和农业生产活动随之减少，进而引致农业污染排放的降低。另一方面，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农村劳动

力转移模式相反，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东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难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地 转移，导致这些省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跨区域转移为

主，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东部农村工业部 门 和城 市［１８］。同时，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省

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真正融入迁入地，其父母和子女通常会留在原住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２６］，
并通过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因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从而导致这些省份的农业

污染排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增加而增加。
通过表５还可以看出，近五年内农村工业最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均已越过农村工业污染方程的

拐点值，而其他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拐点的左侧。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阶段

与农村工业结构的差异决定的。越过农村工业污染方程拐点值的省份均是中国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

地区，也是农村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工业在经历近４０年的发展后，拥有了良

好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工业结构开始从最初的劳动力密集

型高污染型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新兴制造业 转 型［２７］。此外，农村环境监管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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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东部发达省份在经历农村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农村工业污染问题，环

境承载力下降迫使这些地区不得不寻求工业发展路径的转型和升级，逐渐淘汰污染密集型产业，发

展新兴制造业［２８］，从而推动这些地区过渡到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 村 工 业 污染下降 并存的、更加可

持续的工业发展阶段。与之相反，中西部省份农村工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随着东部地区土

地和环境成本的上升，东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低端产业开始向资本和技术要素稀缺而劳动力富余的

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过程在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造成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

动力转移与农村工业污染之间正在经历东部发达地区曾经历过的不可持续发展阶段。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空间滞后项系数ρ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证 明 了 中 国 省 域 农 业 污 染 和 农 村 工 业 污 染 存 在 明 显 的 空 间 集 聚 特

征。在区域间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工业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和传导效应的作用下，本地区的农村环

境污染与地理或经 济 地 理 相 近 地 区 的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水 平 密 切 相 关，表 现 出 “高－高 聚 集 与 低－低 集

聚”的特征。由表４可以看出，邻近地区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每提高１％，本地区的

农业污染排放和农村工业污染排放分别会提高约０．１６％～０．２４％和０．３１％～０．６１％。我们认为，
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在相邻省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相邻省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示

范效应和传导效应密切相关。当相邻省份农村劳动力通过非农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时，必然会引起本

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仿，从而造成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与相邻地区趋同，进而引致本

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工业发展路径与相邻地区存在空间上的传递性。通过表４中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空间滞后系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滞后系数分别在１０％和５％的水平上

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在相邻地区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示范效应

作用下，本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将加大，从而如前文的分析，本地区劳动力转移程度提高就会

导致本地区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增加。
从表４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人均纯收入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对农业污染均

存在显著正向 影 响。平 均 而 言，农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每 提 高１％，农 业 污 染 排 放 会 增 加 约０．１７％～
０．２４％，从而证明了农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增加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除了借此达到增加农

业产出的目的外，农药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也可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量，将农

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以弥补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业劳动力的缺口。此外，与工业污染

不同，农业污染具有较强的 “隐蔽性”，不易被感观察觉［２９］。因此，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农业污染

产生的 “排斥力”较小，从而在两种相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农业污染随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的提高而上升的状态。从表４还可以看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在５％的水平

上对农村工业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农民收入水平越高，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诉求也会越强。
表４中的研发投入对两种权重矩阵下的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

农村研发投入更偏向于提高农业和农村工业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而非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农村研

发投入的技术偏好决定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污染

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农户个体

经营土地的农业生产制度有关。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有

效实施，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依靠增加农药和化肥投入以实现产出增长的粗放式生产经营阶段，而

这一阶段对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并无门槛限制。相反，表４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

农村工业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会通过促进农村工业发展而引致农

村工业污染增加。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

预期一致。闲置耕地对农业污染在１％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耕地抛荒虽然造成了土

地资源的浪费，但却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与预期一致。产业结构对农村工业污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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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表明乡镇企业的污染排放确实是农村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
（二）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基准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关系及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造成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对此，我们进一步利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ＧＳ２ＳＬＳ）
对基准回归方程重新进行参数估计。ＧＳ２ＳＬＳ能够在不引入外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通过选取全部

解释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更加稳健的估计，以削弱内生性对估计结

果造成的偏误［３０］。结果如表６所示①。

表６　基于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农业污染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农村工业污染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　 ０．３４８　４＊＊＊ ０．３９２　１＊＊＊ ０．３１９　８＊＊＊ １．９２９　９＊＊＊ １．５２０　３＊＊＊ １．７７５　６＊＊

ω·ｌｎＮｐｅｓ（ρ） ０．１７９　３＊＊＊ ０．１７１　８＊＊＊ ０．１６４　８＊＊＊

ω·ｌｎＮｃｏｄ （ρ） ０．１６８　３＊＊ ０．１６９　８＊＊ ０．３７９　９＊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２ －０．４０７　９＊＊＊ －０．４８７　６＊＊＊ －１．１９８　４＊＊ －１．３９８　４＊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３ ０．１１０　４　 ０．９６３　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ａｌｄ卡方统计量 １　８００．３９＊＊＊ ２　２８７．５１＊＊＊ ３　２８７．８９＊＊＊ ２９８．１８４＊＊＊ ２９７．５４＊＊＊ ２９４．５５＊＊＊

曲线类型 线性 倒Ｕ 倒Ｕ 线性 倒Ｕ 倒Ｕ
拐点 （非农就业比） ０．６２　 ０．８８

　　注：＊＊＊、＊＊、＊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拐点值的计算方法与表４相同；限于篇幅，表６省略了控

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其基本结论与表４一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从表６可以看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的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方程的 Ｗａｌｄ统计量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为理想。表６中第 （１）和 （４）列的线性回归结 果 表

明，农村劳 动 力 转 移 每 增 加１％，将 导 致 农 业 污 染 和 农 村 工 业 污 染 分 别 平 均 提 高 约０．３５％和

１．９３％。与表４对应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可以发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基准回归低估了农村劳

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ＧＳ２ＳＬＳ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

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同样呈 “倒Ｕ”型曲线关系。同时，内生性问题使表４中

农业污染方程的拐 点 值 高 于 表６，农 村 工 业 污 染 方 程 的 拐 点 值 低 于 表６。ＧＳ２ＳＬＳ估 计 结 果 表 明，
尽管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五、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本文已经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均具有显著影响的

结论。本节将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如前文

所述，我们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可以通过改变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影响农村

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并最终作用于农村环境污染。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环境污染影响的

传导机制可概括为：劳动力转移→农户生计资本→农户生计策略→农村环境污染。首先，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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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逐渐转向依靠增加农

药、化肥和机械等资本性投入以维持农业生产［１１］，从而提高了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可能性。但同

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耕地抛荒、闲置现象无论在劳动力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均

广泛存在［１３］，而耕地抛荒、闲置无疑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产生积极影响［１４］。因此，劳

动力转移会通过上述两种路径对农业污染产生方向相反的两种影响，最终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两种力

量的合力。我们以农村住户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农户农业生计资本的代理变量，来考察农村

劳动力转移是否会通过农业资本积累对农村农业污染产生影响；同时，还以闲置耕地比重作为农村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另一个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通过两条路径

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进而作用于农村工业污染：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

农技能知识的积累，而非农技能知识的积累将有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回乡投资创业，从而促进

农村工业的发展，并影响农村工业污染；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而有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改进，并为转移劳动力进行投资创业提供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受数据可得

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取转移劳动力知识积累的相关数据，因此以农村住户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作为农户工业生计资本的代理变量，来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会通过农村工业资本积累对农村

工业污染产生影响。
根据Ｂａｒｏｎ等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因果效应的逐步回归法［３１］，借鉴邵帅等的做法［３２］，我们构

建了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Ｉｉｔ ＝αｉｔ＋β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ｉｔ＋τＺｉｔ＋εｉｔ （６）

ｌｎ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ｉｔ＋ Ｚｉｔ＋εｉｔ （７）

ｌｎＩｉｔ ＝ζｉｔ＋Θｌｎｒｌａｂｏｒｉｔ＋Φｌｎ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ΛＺｉｔ＋ｖｉｔ （８）
在 （６） －（８）式中，Ｉｉｔ、ｒｌａｂｏｒｉｔ的含义及引入方程的形式与 （４）式相同，Ｚｉｔ为方程 （４）中

的其他控制变量；ｍｅｄｉａｔｏｒ为可 能 的 中 介 变 量，包 括 农 户 农 业 生 计 资 本 （ａｃａｐ）、闲 置 耕 地 比 重

（ｆｌ）和农户工业生计资本 （ｉｃａｐ）。根据中介变量的检验思路，首先需要对 （６）式进行估计，如

果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系数显著，即可按照中介效应立论。如果 （７）式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ｍｅｄｉａ－
ｔｏｒ具有显著影响，则可将ｍｅｄｉａｔｏｒ引入 （６）式形成 （８）式，并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如果 （８）式

中ｍｅｄｉａｔｏｒ的系数显著，并且与方程 （６）相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估计系数大小或 （和）显著性

有所变化，则表明ｍｅｄｉａｔｏｒ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环境污染的传导途径。考虑到前文回归结

果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存在空间异质性影响，本节将分别对全样本、东部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①。
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７。对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影 响 农 业 污 染 的 作 用 机 制１ （ａｃａｐ）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三组样本下，模型 （６） －（８）的核心变量系

数均在至少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农业生计资本确实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传导

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农户的生计策略也是一种可行能力。它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规模

和结构，从而通过农业生计资本的调整重构了农户农业生产方式，进而作用于农业环境污染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全样本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的影响系数与前文一致，而东部地

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前文得到的部分东部省份已越

过 “倒Ｕ”型曲线拐点的结论一致。从表７还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全样本还是分组样本，农业生计

资本变量均对农业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可以归因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还处于技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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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低的发展阶段，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仍停留在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基础性建设方面。在中国现

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和农业劳动力技能水平的现实背景下，农业资本投入是否能够为中国农村带

来土地的集约经营和现代化绿色农业尚有待考察，但却能引致对农业化石能源使用的增多［３３］。另

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计资本的影响系数对于全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显著为正，对于

东部地区样本则显著为负，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进一步说明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市民化”程度较高，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实现就业方式的转变，也较容易获得户籍身份的转 变。
在这种条件下，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无须依赖土地提供保障，使其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相

应减少。与之相反，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难以实现就地转移，在户籍制度

的限制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难融入流入地而实现 “市民化”身份转变，仍需借助土地为

自己提供生计安全保障，因此，农村转移劳动力会将更多的非农就业收入用于农业资本投入。

表７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作用机制１（ａｃａｐ）

全样本 东部 中西部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ａｃａｐ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ａｃａｐ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ａｃａｐ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　 ０．２１２　７＊＊＊ １．３３６　６＊＊ ０．１７４　６＊＊＊ －０．０３５　１＊＊－０．８２５　７＊＊－０．０２４　７＊＊０．３０７　５＊＊＊ １．５６４　９＊＊＊ ０．２５６　６＊＊＊

ｌｎａｃａｐ ０．５２３　９＊＊＊ ０．０２９　３＊＊＊ ０．４２９　８＊＊＊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作用机制２（ｆｌ）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ｆｌ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ｆｌ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ｆｌ　 ｌｎＮｐｅｓ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　 ０．２１２　７＊＊＊ ０．０１６　９＊＊ ０．２２８　９＊＊＊ －０．０３５　１＊＊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２８　５＊ ０．３０７　５＊＊＊ ０．００３　５＊＊ ０．３１８　４＊＊＊

ｌｎｆｌ －０．１２７　５＊＊＊ －０．１８２　９＊＊＊ －０．０１４　３＊＊＊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工业污染的作用机制 （ｉｃａｐ）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ｉｃａｐ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ｉｃａｐ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ｉｃａｐ　 ｌｎＮｃｏｄ

ｌｎｒｌａｂｏｒ　 １．６６３　９＊＊＊ ０．８８２　３＊＊＊ １．４０９　７＊＊＊ －０．２１６　７＊ １．０５２　９＊＊ －０．１８５　４＊ １．２１４　２＊ １．２１７　３＊＊ １．０６４　９＊＊

ｌｎｉｃａｐ ２．１６５　１＊＊＊ －０．０５３　６＊＊ ２．４７６　２＊＊＊

　　注：＊＊＊、＊＊、＊ 分别代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限于篇幅，表７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有兴趣

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从表７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作用机制２ （ｆ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全

样本还是分地区样本，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 （６） －（８）中的系数均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闲置

耕地比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污染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中介变量的角色，并且在三组样本下，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闲置耕地比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闲置耕地比重对农业污染表现出显

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增加闲置耕地比重对农业污染产生显著的促降效应。
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从表７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工业污染的作用机制 （ｉｃａｐ）的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农村工业生计资本在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下均可被识别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工业污

染的中介变量。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全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工业

污染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东部地区样本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表明农村劳动力转

移对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这与前文得到的不同区域省份在 “倒Ｕ”型曲线上的分布

结论一致。表７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不同样本组中均对农村工业生计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究其

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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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和社交网络的扩

大，有利于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进而引致农村工业生计资本投资的增加。此外，还可以发

现，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生计资本对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全本样和西部地区样本下

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源于中国不同区域农村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如前文所述，东部

地区的农村工业已经过渡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要素结构的变化和累积的环境压力迫使东部地区的农村

工业逐渐由污染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农村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也由注重产

出效率向追求创新和减排的方向转变。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工业

发展的首要目标还停留在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并且其农村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也成为了承接东部

污染密集型低端产业转移的载体。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结论：（１）探

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业污染和

农村工业污染的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山东至广东的东部沿海一线。此外，不论是农业污染还是农

村工业污染，高污染集聚区均呈现出自东向西扩散的趋势。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

与动态演变趋势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２）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的影响均呈现出显著的 “倒Ｕ”型曲线走势，部

分东部省份处于农村环境污染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提高而下降的阶段；并且农业污染与农村工业污

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广义空间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

结论。（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通过改变农业生计资本、闲置耕地比重和农村工

业生计资本对农业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并且其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政策含义。首先，解决农村工业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破解农

村劳动力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之间的 “耦合效应”，否则随着污染密集型产业 “由东向西”
逐渐转移，东部农村地区受工业污染之困的 “昨天”将会成为中西部农村地区的 “明天”。这一现

实难题的破解不能依赖简单的关停、取缔农村工业企业的方式实现，毕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安

置问题关系到数亿农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认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在于：一方面，加快

城市化进程，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向城市服务业部门，同时加快推进现有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

的突破性改革，增加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 和 社 会 保 障 支 出，促 使 农 村 转 移 劳 动 力 能 够 真 正 融 入 城

市，从根本上实现其市民化转变；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工业企

业的科技含量，引导农村工业企业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和环境绩效，有效实现农村经济增长与生

态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此外，要想彻底解决农村农业污染问题，除了需要在上述城市化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

努力之外，还应该通过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地经营模式安排，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

移后农村出现的土地抛荒和过度依赖农药及化肥的农业生产粗放式经营问题。土地集中经营应该成

为未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农地抛荒和粗放式经营问题的必经之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

必须在制度上明晰和保护土地产权，确保土地集中经营后对土地的集约利用，避免出现在产权不明

晰的情况下在土地集中经营期内对土地的过度索取而造成农业污染加剧的局面。同时，明确土地产

权、鼓励土地流转也有利于促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拥有的资产而不是负担，为其融入城

市、实现市民化转变提供重要的资本支持。

—３５—

邵 　帅，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环境污染？———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



参考文献

［１］黄季焜，刘莹．农村环境污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全国百村的实证分析［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０（１１）．
［２］董磊明．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５）．
［３］李项峰．环境规制的范式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２）．
［４］张寒．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环境权益保护问题研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１）．
［５］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关联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５（２）．
［６］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Ｊ］．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８（１）．
［７］何春，崔万田．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Ｊ］．城市问题，２０１８（３）．
［８］苏芳，周亚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Ｊ］．数理统计与管理，２０１７（３）．
［９］Ｔｉｌｔ，Ｂ．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ｋ，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３（６）．

［１０］Ｗａｎｇ，Ｍ．，Ｍ．Ｗｅｂｂｅｒ，Ｂ．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ｅｔ　ａｌ．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

［１１］王善高，刘余，田旭，等．我 国 农 业 生 产 中 化 肥 施 用 效 率 的 时 空 变 化 与 提 升 途 径 研 究［Ｊ］．环 境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１７（３）．
［１２］饶静，许翔宇，纪晓婷．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发生机制和对策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１（８）．
［１３］黄建强，李录堂．从农村劳动力视角探析耕地抛荒行为———基于会同县农村的实证研究［Ｊ］．北京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６）．
［１４］Ｇｅｌｌｒｉｃｈ，Ｍ．，Ｐ．Ｂａｕｒ，Ｂ．Ｋｏｃｈ，ｅｔ　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４）．

［１５］梁文泉．不安居，则不消费：为什么排斥外来人口不利于提高本地人口的收入？［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１）．
［１６］Ｗａｎｇ，Ｘ．，Ｓ．Ｓｈａｏ，Ｌ．Ｌ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５５．

［１７］李玉红．乡村半城市化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７（３）．
［１８］范方志，张飞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研究［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５（９）．
［１９］谢勇，周润希．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７（２）．
［２０］邵帅，李欣，曹建华，等．中国雾霾 污 染 治 理 的 经 济 政 策 选 择———基 于 空 间 溢 出 效 应 的 视 角［Ｊ］．经 济 研 究，

２０１６（９）．
［２１］Ｓｈａｏ，Ｓ．，Ｌ．Ｙａｎｇ，Ｍ．Ｌ．Ｙｕ，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４—２００９［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１（１０）．

［２２］Ｑｉｎ，Ｈ．，Ｔ．Ｆ．Ｌｉａｏ．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６（５）．

［２３］肖挺．环境质量是劳动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吗？———“逃离北上广”现象的一种解读［Ｊ］．经济评论，２０１６（２）．
［２４］周礼广，徐少才，司国良，等．关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探讨［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Ｓ２）．
［２５］ＬｅＳａｇｅ，Ｊ．Ｐ．，Ｒ．Ｋ．Ｐａｃ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Ｍ］．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９．
［２６］刘军辉，张古．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 影 响 模 拟 研 究———基 于 新 经 济 地 理 学 视 角［Ｊ］．财 经 研 究，

２０１６（１０）．
［２７］刘刚，崔鹏．经济发展新动能与农村继续工业化———基于山东省庆云县农村工业化发展的调查［Ｊ］．南开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
［２８］周曙东，张家峰．江苏农村工业化中环境污 染 的 规 模 效 应、污 染 排 放 强 度 效 应 与 产 业 结 构 效 应 研 究［Ｊ］．江

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４）．
［２９］金书秦，沈贵银，魏珣，等．论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和应对［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１１）．

—４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３０］Ｅｌｈｏｒｓｔ，Ｊ．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３）．

［３１］Ｂａｒｏｎ，Ｒ．Ｍ．，Ｄ．Ａ．Ｋｅｎｎ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
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６）．

［３２］邵帅，张可，豆建民．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１）．
［３３］于伟咏，漆雁斌，余华．农 资 补 贴 对 化 肥 面 源 污 染 效 应 的 实 证 研 究———基 于 省 级 面 板 数 据［Ｊ］．农 村 经 济，

２０１７（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ＡＯ　Ｓｈｕａｉ，ＬＩ　Ｂａｏ－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　２０１６．Ｗ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
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ｃｕｒ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ＧＳ２ＳＬＳ）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ｉｄｌ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ＥＫＣ）

（责任编辑　朱　蓓）

—５５—

邵 　帅，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环境污染？———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


